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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网络暴力的刑法治理而言，通过过度扩容旧罪以扩增“新法益”和增设新罪以规制“新行为”，搭

建起的网络犯罪预防体系观具有本能的入罪倾向，这有悖于刑法谦抑性的基本原则，也不利于更好地进

行社会治理。因而应继续健全网络暴力刑事治理的框架体系，明确细化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的具体内容

并调整相应法条，将网络暴力公诉制度纳入刑事诉讼体系，同时加大对相关灰黑产业的治理，最终形成

网络暴力的多元治理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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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criminal law governance of online violence, by excessively expanding old crimes to expand 
“new legal benefits” and adding new crimes to regulate “new behaviors”, the concept of cyber-
crime prevention system built has an instinctive tendency to criminalize,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basic principle of criminal law modesty and is not conducive to better social governance. There-
fore, we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framework system for the criminal governance of online 
violence, clarify and refine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criminal subjects and criminal targets, adjus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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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ing laws, incorporate the online violence public prosecution system into the criminal 
procedure system, and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e the governance of related gray and black indus-
tries, and finally form a new situation of pluralistic governance of online 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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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数据，截至 2022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10.51 亿，相较于 2021
年 12 月增长 1919 万，基础网络普及率达 74.4% [1]。与此同时，基于现代网络技术与社交媒介的深度融

合，互联网正发生革命性转变。但网络的广泛发展和应用在有效推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促使网络信息

传播呈现出去中心化、多元型、自主型的特征，诸如网络暴力等一系列的网络社会治理问题开始愈演愈烈。 
而在社会治理中刑事治理强调刑法与社会的互动性，因而对刑法立法做出与时俱进的方向调整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国内刑事立法和司法的方向仍以积极的预防性刑法观为主。但是过度主张刑法的

谦抑性与犯罪化相互融合，隐含着以社会保护取代人权保障的巨大风险，使得刑法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

以自由与人权为核心的保障法向单纯的社会控制手段的发展趋势。伴随着互联网犯罪数量的爆炸式增长，

尤其是以网络暴力等低成本犯罪为主的数量占比逐年增大，刑事介入社会管控愈发频繁，本应作为最为

严厉手段的刑法却未能扭转网络暴力治理的窘迫，必须加以关注和思考。鉴于此，有必要对积极刑法观

视域下网络暴力的规制加以研究，分析现存治理困境以进一步寻求网络暴力刑事治理的应对策略。 

2. 积极刑法观视阈下网络暴力的应用现状 

2.1. 积极刑法观对网络暴力的治理立场与基本原则 

以姜涛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积极刑法观应当以强化刑法社会保护机制与追求积极的一般防御为目标

[2]因此应当以积极扩张为基本方向，降低网络犯罪认定标准，提升网络犯罪打击规格以实现惩治犯罪

和保护法益的双重目的。但刑法的运行需要保障实施某些社会功能，即积极满足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

为核心导向。过于激进的积极刑法观极力推崇通过刑事立法扩大刑事处罚范围。过于保守的消极刑法

观则完全持反面态度，但法益本身并不具有永恒不变的保护效力，而是随着社会发展、科技发展，思

想进步乃至社会关系的演变而变化，因而笔者认为推崇积极刑法观并不是强调尽可能扩大处罚范围，

积极刑法观并不是激进刑法观，“激进”的不恰当应用必然导致法治体系和法治建设的破坏。推崇消

极刑法观也不是为了将保障人权凌驾与其他任何法益保护目标之上。网络时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核

心目的本是扩大人类社会的自主、开放与共享，我们有理由相信互联网时代相较于传统社会更应坚守刑

法的谦抑价值和人权保障价值，而对于网络暴力积极入罪形态和为了保障人权而去牺牲社会稳定的合理

性应予以怀疑。“刑法的目的不仅是要设立国家在刑罚上的权利，还要限制国家在刑法上的权利，它不

仅是可罚性的渊源，而且是可罚性的限度”[3]。无论法益范围如何变化，刑法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保护

法益，因此应当确保每次刑事扩张的科学性、合理性。保障刑法适度扩张规制范围内以保护可能被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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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益、应对潜在的社会风险、保证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为基本目标。与此同时确保刑法作为最为严厉的

处罚手段，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到迫不得已不将其作为首要打击手段，突

出惩治重点，确保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仍是积极刑法观在网络暴力治理

中的第一要义。 

2.2. 积极刑法观在网络暴力中的应用现状 

网络犯罪，作为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犯罪的代际变迁现象，首先是一个犯罪学概念，而不

是一个刑法学概念[4]。因而犯罪化的网络暴力具有网络犯罪行为的一般性特征，但其具有的隐蔽性、涉

众性、行为主体构成复杂的特征更加突显，给社会治理带来巨大的阻碍。从治理的终局性来看，社会治

理的最终方向均为犯罪治理，因而自然少不了刑事治理规范的介入。 
首先在刑事理论方面，刑事治理需求的日益剧增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公权力在刑事立法与司法上对

于公民安全焦虑的现实回应，进一步明确刑法谦抑性的具体内容与社会性质的转变息息相关，当难以通

过普通的社会保障手段进行预防和遏制，社会系统必然产生剧烈动荡，传统刑法系统的内部功能将难以

发挥真正的作用，因而将导致不得不进行预防性立法，以保护法益免遭难以控制的损害。其本质是整个

社会系统参与者多方博弈的结果，而不单单是司法机关和法益保护对象的回合制对抗，其间充满了为满

足某一特定目标的功利性考量。 
在刑事立法层面，2020 年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通过，标志着自 1997 年首部刑法典颁布至今，刑法典

修订已经过十一次，修订速度达到平均两年一部，共增加或修正了 209 个条文，近半法条或多或少进行

了修订，罪名数量从 414 个增至 486 个，新增 71 个，1997 年刑法经过十一次修正案的修改扩充，文本

字数已从当初的 57,143 字增长至 71,805 字。文本字数扩张率高达 25%。一方面，不少新法条所保护的法

益起初虽然也以社会治理作为管控工具，但最终都不得不由刑法纳入其刑事规范范围内，例如：高空抛

物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代替考试罪等罪名。笔者认为刑法对于社会治理层面处罚范围、处罚力度

逐步扩大，并逐步演化为刑事犯罪治理，其实这是将刑法当作工具，以满足打击犯罪的积极目标。另一

方面，老罪名的传统罪状和解释已经难以满足时代变迁所寻求的法益保护可能性，而被迫扩容为“口袋

罪”，例如：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寻衅滋事罪等罪名[5]。 
在刑事实践方面，前置化，足量化打击已成趋势，“大连男孩杀害女童案”1 向立法者表明将“14

周岁”作为刑事责任年龄已经无法保证法益保护的基础性目标，将其有条件的调整为“12 周岁”体现了

法律对于低龄涉罪未成年人入罪的高度审慎，但在实际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基础性目标”又成为了刑

事追究“降格”的处置难题。经过法定刑修订的 66 个法律条文的，有 49 个条文法定刑提高，仅有 17 个

条文降低了法定刑。在足量化打击与偏离现实的司法解释两者共同应用下，导致刑事量刑规则愈发趋于

繁杂化，部分罪名愈发混乱化，其治理实效性有待考证。 
而在网络暴力的刑事治理过程中，最具有核心效力的刑法典还未设立网络暴力专属罪名，司法机关

根据侵犯法益不同、犯罪客体不同、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以及根据《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通常以侮辱诽谤罪，寻衅滋事罪，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罪名进行定罪量

刑。 
综上，为了适应进行网络空间新型法益的保护方式，以上法条其着眼于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通过

出台相应司法解释对原有罪名进行扩充，并根据时代发展现状设立新罪状保护新法益，遏制了部分网络

 

 

12019 年 10 月 20 日 19 时许，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犯罪嫌疑人蔡某某(男，13 岁)将在同小区内居住的受

害者某某(女，10 岁)故意杀害并抛尸灌木丛。因蔡某某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警方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其进行 3 年收容

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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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本罪法益保护上存在的漏洞，使刑事法网更加严密，人民法院在审理

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网络暴力案件时具有较为明确的入刑判断标准。但也存在一些治理问题。 

3. 积极刑法观视阈下网络暴力中的治理困境 

现如今，以张明楷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我国的社会管理模式的趋势呈现出积极态势，积极干涉治理才

是当今社会治理的主流，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认可不能过于激进，而是应当是在“解释”上入手。“一部

理想的刑法典的标志是，它制定了很久，我们只是通过解释，这个刑法典就依然够用……要做到这点不

能够像我们现在这样，一部刑法典要把所有犯罪规定下来。如果是采取这种模式，我们这个刑法典永远

不可能是理想的，以后必然要经常改，因为社会发展太快”[6]回顾我国网络发展和刑事治理发展，当一

种刑事理论应用从线下平移至线上出现不当结果，就需要反思这种理论是否仍然合理，法律体系是否完

善。通过前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在积极刑法观的指导下，网络暴力的刑事治理存在如下问题。 

3.1. 立法行为的不合理激进 

3.1.1. 犯罪对象内容扩大不明确 
某一犯罪涉及新的犯罪对象，可以通过刑事立法将犯罪对象的范围进行扩充，以扩大刑罚处罚的范

围保护更多法益，上述法条或多或少都通过刑法修正案或司法解释的方式将可能需要保护的法益范围进

行扩大，例如，寻衅滋事罪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入罪标准，但在实践众因

未能在解释中明确该公共秩序为现实公共场所秩序还是包含网络空间的社会秩序，导致各地法院适用具

有差异性。对于网络空间的特殊性质而言，难以确定其不法性。在(2018)鲁 0402 刑初 4 号 2案件中，被

告人冯某将辱骂他人的视频上传至网络，完全符合侮辱罪的构成要件，但本案法院则认为该行为构成寻

衅滋事罪。此举破坏的社会秩序是基于何种法理又或者是基于何种法益保护目的，判决书中未能看到法

院对此的解释，可见法院对于类似案件的适用具有较大弹性。 

3.1.2. 犯罪主体范围扩大不明确 
作为刑事犯罪的关键构成要件之一，网络犯罪已不限于将实施犯罪行为的主体局限于自然人，利用

网络为单位或单位成员非法谋取利益或不以谋利为目标，但怠于履行网络管理者应当承担的责任也会成

为犯罪主体，例如《刑法修正案九》中新增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管理中将承担刑事责任，即犯罪实行

者和网络管理者均有可能成为网络犯罪的犯罪主体，其犯罪主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但在市场化逐步扩

大的趋势下，网络技术愈发隔代化差异化，网络暴力行为的多元化，网络管理者对于其管控的内容难度

愈发提高，此时直接将其也纳入网络暴力的责任主体较为欠妥。根据裁判文书网对于该罪名的实证数据

分析，该罪名自颁布数年来适用案件仅不到 5 例，印证了前文所论述的类似的罪名的设立本就是立法者

的某种功利性考量，其最终治理有效性欠佳。 

3.1.3. 犯罪行为过度前置化处理 
网络犯罪进入实行阶段，往往难以遏制，波及范围较广，造成社会危害较大，因而需要防患于未然，

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明显将网络犯罪的处罚点提前，同时规定了例如“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

统”等罪名，说明侵入、控制行为并不需要一定造成实际破坏损失，犯罪行为一经开始即构成犯罪。但

对于网络暴力行为而言随也具有难以遏制，波及范围较广的特点，但其通常保护的是个人法益，除了“侵

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特别规定外，并没有将犯罪行为前置化的必要。过度前置化则意味着公众已

无法期待立法能解决社会治理问题，而刑罚的威慑力也难以抑制犯罪，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立法者迫于

 

 

2参见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8)鲁 0402 刑初 4 号一审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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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而采取的一种“积极”姿态的立法。 

3.1.4. 刑法被过度割裂使用 
仅侮辱诽谤罪一罪中在处理相关案件过程时相关司法解释、公安部补充规定，合计就有数十条，且

部分法条因分别由公检法根据自身司法实践制定，存在适用冲突，数年来仍未出台整合性法规将各类补

充规定进行整合，不但影响刑事诉讼效率，还致使刑法秩序逐步成为“碎花式拼图”而不是“补丁式维修”。 

3.2. 立法与司法适用的矛盾 

立法机关作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对社会进行调节的任务，以充分调动社会对于犯罪

的抑制功能，而司法机关则是立法内容的具体适用体现，在《解释》适用之前司法机关会以“寻衅滋事

罪”对构成犯罪的网络暴力进行定罪处罚，但就“寻衅滋事罪”和“侮辱诽谤罪”两个罪名保护的法益

范围而言，前罪保护的是正常社会秩序不受侵犯，而侮辱诽谤罪保护的法益主要为公民的人格权。客观

上当网络侮辱的行为多是通过文字、语音、图片等方式侵犯的是公民名誉，荣誉以及其他个人权利，除

非涉及公序良俗或公民安全感的破坏，一般难以上升至侵犯公共社会利益，从主观上行为人具有明确破

坏他人名誉、贬损他人人格，并进一步带给其更严重的精神损害的目的性，这与“寻衅滋事罪”的主观

构成要件也不符。在没有设立“网络暴力”专门法条之前，网络暴力的刑事规治多数情况下以适用“侮

辱诽谤罪”为主，但对侮辱诽谤罪扩容解释的标准在面对数量庞大，案情复杂的网络暴力案件时仍处于

被动地位，其法律语言的模糊性，抽象性、司法适用矛盾、甚至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抵触的局限性充分暴

露。具体如下： 

3.2.1. “情节严重”情形仍难以界定 
网络暴力构成的诽谤行为与发生在熟人社会的传播形式具有明显不同，其情节判断也更复杂，通过

网络侮辱诽谤他人，诽谤信息经网络媒介的传播，严重损害被害人人格权，如果破坏了公序良俗和公众

安全感，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的即使《网络诽谤解释》首次量化点击曝光次数，但当今网络技术

迭代速度已经难以适应。例如常规群聊人数少则百人多则千人，在群内发送任何消息均会快速传播转发，

显而易见在群聊内的侮辱诽谤将其界定为“情节严重”明显不合理。而通过私信等方式进行的辱骂，通

常一个行为主体一般只有一次点击，传播点击数量未达到 5000 次，但仍然给被害者造成严重伤害，此时

却无法界定为“情节严重”情形，更无法进行刑事追责，单纯画“红线”一刀切具有较大局限性。笔者

通过“小包公智能法律平台”全文搜索“网络诽谤”；裁判日期为 2013~2022 年。检索得到直接适用《解

释》进行定罪为网络诽谤的案件数量仅为 145 例，平均每年数十例，且多数本应该适用《解释》相关规

定的案例，因为司法实践中难以界定情节的严重程度，而未能适用，由此可见仅有的司法解释也具有很

大局限性，并不能很好的解决现如今愈发严重的网络暴力。 

3.2.2. 违背了刑法主客观一致原则 
《解释》规定的点击、浏览、转发等客观量化指标的规定，从形式上杜绝了法官审判过程中对案件

造成的影响进行主观臆断，明确规范固然简洁明快，避免了冗长烦琐，但“一刀切”式仍在合法性和科

学性上存在明显不足。从实践上来看，用于限制违法信息的传播难以操作，信息的点击转载者只是客观

上危害扩大的执行者，多数情况下并没有主观的犯罪故意性，国内学术上普遍认为构成犯罪需要确保主

客观相一致原则，而单纯通过点击转载数量来评估行为危害，却无法主观上证明犯罪目的和犯罪故意，

这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理。 

3.2.3. 司法适用有违罪行相适应原则 
在刑事司法量刑上，对于处罚针对个人诽谤行为的惩处，其最高法定刑期才 3 年有期徒刑，然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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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网络实施犯罪的打击力度、威慑作用极低，加害人抱着侥幸心理肆意侮辱诽谤被害人，在此过程中

被害人往往承担着压倒性的舆论攻击，其个人隐私被不断公开、侵犯，甚至威胁到受害者的现实生活，

伴随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严重的情绪困扰，进而导致严重的后果，包括抑郁、焦虑，甚至自杀。例如，

在(2018)晋 0424 刑初 106 号 3案件中被告人罗某某将被害人的裸照，视频等个人隐私公之于众，并造成

被害人严重身心伤害，但本案中法院并不认为此举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对其自诉不予受理。于此形成

鲜明对比的(2016)黑 2701 刑初 20 号案件中 4被告人刘某也将他人裸照等照片公之于众，但本案法院则认

为此举严重损害被害人的名誉，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在司法实践中量刑判断标准不一并不符合罪行相适

应原则。 

3.2.4. 刑法不再只是服务于法益保护 
“刑法只能保护具体法益，而不允许保护政治或道德信仰、宗教教义和信条、世界观的意识形态或

者纯粹的感情”[7]而网络形态所建立的社会阶层杂糅已经导致刑法不只是以保护法益为目的，传统刑法

所保护的个体化法益，已经在网络上转化为集体性或弥散性法益。这种扩散性，广泛性的特点使其更为

复杂并且难以预防[8]。而这将导致司法实践中必然会牵扯政治，宗教等本非刑法保护的内容，理论转化

为实践更为艰难。例如在以一涉及互联网宗教信仰争端问题上，(2017)青 0224 刑初 43 号 5和(2017)青 2701
刑初 19 号 6中呈现出“寻衅滋事罪”已经开始承担口袋罪的功能。 

3.3. 相关灰黑产业加大了网络暴力的治理难度 

危害性极其严重的网络暴力事件往往离不开背后非法产业的支持，非法产业不但侵犯公民的基本权

利，还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而公民的个人信息的泄露则会导致其他更加严重的犯罪发生，例如可

以在电商平台上购买无实名注册的账号，邮箱或通过售卖非法盗取的黑号进行售卖等，甚至可以通过支

付一定金额，购买“代骂服务”“代骂”是指由商家提供的“代骂人”代替购买者吵架的一种网络交易

行为。除此之外，非法人肉搜索产业，往往形成规模化溯源，查询，攻击等一条龙买卖链，受害者的家

庭住址，电话号码，工作单位，近亲属信息在不知不觉中被泄露公网平台，加之刻意化的歪曲，加大了

网络暴力的发生，给受害者身心造成严重伤害。还出了以造谣、炒作、引流并以此盈利的“网络公关”

和网络“推手”等。为他人提供“发帖”、“删帖”等非法网络服务。综上，网络暴力的背后总少不了

灰黑产业的推波助澜，进一步加大了网络暴力的治理难度。 

4. 积极刑法观视阈下网络暴力的应对策略 

4.1. 调整网络暴力涉及罪名 

4.1.1. 确保网络暴力犯罪对象内容细化 
网络暴力行为虽是多种不法行为的混合体，包含语言侮辱、编造虚假事实、人肉搜索等行为，但仍

需要明确网络暴力的行为危害性应远超普通的网络失范范畴，不仅是突破道德层面，还应达到违法犯罪

的程度，公安司法机关除了应当联合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地方通讯服务企业等部门落实好对于网

络各类信息流的动态监测，同时通过立法进一步细化网络暴力信息分类标准，强化行为识别和舆情发现，

与此同时也需要明确入罪标准，包括量化和泛化两方面，量化层面即指需要对网络暴力行为的次数，方

式类型，波及范围进行明确而又具有灵活性的规定，不能局限于一个数字，或一条入罪红线。也不应只

通过根据司法人员的办案逻辑和社会公序良俗进行判断，应设立具体明确的信息界定标准。泛化层面则

 

 

3参见山西省屯留县人民法院(2018)晋 0424 刑初 106 号一审刑事裁定书。 
4参见黑龙江加格达奇区人民法院(2016)黑 2701 刑初 20 号一审刑事判决书。 
5参见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青 0224 刑初 43 号一审刑事判决书。 
6参见青海省玉树县人民法院(2017)青 2701 刑初 19 号一审刑事判决书。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7514


刘锦涛 等 
 

 

DOI: 10.12677/ass.2023.127514 3775 社会科学前沿 
 

需要对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的主观认知做出范围认定，明确构成犯罪的网络暴力信息的界定标准，结合

司法实践尽量明确一般性的网络失范行为和构成违法的网络暴力的区分标准。除了打击犯罪，也应该通

过立法明确为了保护合法法益而进行的人肉搜索以及具有高度抽象性的“表情包”7“鬼畜视频”8 的不

法性。 

4.1.2. 避免犯罪主体的不断扩张 
刑法的事后性和被动性的过度变革，以及对法益保护的过度前置化，必然导致其成为一部真正的“社

会管理法”，严丝合缝的密织刑法治理网格，大幅度降低网络犯罪的界限，由结果犯中心主义转向危险

犯中心主义[9]，将可能存在的风险和隐患趁早消灭，将公民、政府机关，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全部纳

入刑法管控范围内这对于网络暴力的治理而言收效甚微。并不应该过度扩张网络犯罪的犯罪主体，更不

应将个人的责任扩大到群体乃至整个社会，而应尽可能提高技术识别手段，精确识别各类案件的行为人，

降低司法办案成本，提升办案效率。 

4.1.3. 增修网络暴力罪名尽可能叙明罪状 
清晰明确的行为准则，是实现刑法实现对违法犯罪一般性预防的基本要求，这就要求对罪名进行增

修过程中应尽可能在刑法分则中明确对罪状的描述，确保司法过程中既不会超出罪状的内容，也避免片

面反映罪状的内容，造成模糊性，概括性的规定从而给司法审判带来困难。瑞士刑法第 177 条第一款规

定：“以言词、文字、图画、动作或暴力行为攻击他人名誉的，处三个月以下监禁刑或者罚金。”与我

国侮辱罪随规定罪状，瑞士更为明确。同时我国并未有网络传播虚假信息危害现实社会秩序的相关规定，

尤其是部分虚假违法言论甚至严重破坏政府、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但应避免设立单行刑法，以避免与主

体刑法在适用上的矛盾；除此之外，网络暴力帮助行为构成犯罪可单独定罪处罚，例如非法提供无实名

制账号，非法 P 图，人肉搜索等行为给网络暴力实施者使用应该单独定罪处罚。同时原《解释》已经无

法适应当前网络信息发展的时代背景，尤其是司法部门对于网络犯罪行为界定的局限性迫切需要联合多

部门印发相关更具有科学性，规范性的文件，形成一套能够尽可能囊括保护网络新型社会法益为导向的

司法理论体系，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不应该因为保护法益的异能变化而针对特定

的法益保护对象设立法条，以避免刑法修正案成为无体系的对接拼凑，防止法定刑在现实法益与网络法

益保护上的适用冲突与结构失衡，杜绝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制导式打击。 

4.1.4. 修订整合相关司法解释和法律规定 
目前我国针对适用网络暴力的入罪的主要刑事罪名为——“侮辱/诽谤罪”和“寻衅滋事罪”，两罪

名只有“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其犯罪延展性和不确定性较大，仅有的司法解释也存在量化标准过于

僵硬，司法适用矛盾，尤其是难以界定“情节严重”等原因，此罪第二款规定其告诉才处理，多数情况

下受害者迫于收集证据，请委托代理人，开庭审理等流程繁多过程复杂的压力而选择忍气吞声。因而需

要修订整合相关司法解释和法律规定。根据行为特征不同，可以根据犯罪主观目的、犯罪方式、犯罪对

象以及犯罪内容和犯罪结果传播范围等设置较为具体的判断标准，同时也应该出台全新的司法解释和指

导性案例，结合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大，复杂的个案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等予以评价。同时要

避免通过不断的糅合司法解释以造成刑法被过度割裂使用。 

4.2. 修改网络暴力犯罪刑事公诉的认定标准 

就我国现行法规和司法程序而言，网络诽谤、侮辱犯罪行为的行为主体、信息界定、因果关联等认

 

 

7“表情包”是指在社交软件、社交网站、短视频网站兴起的一种利用流行名人照片、动漫、视频截图等为素材，配上一系列文字，

用于表达使用者的特定情感的图片。 
8“鬼畜视频”是指以高度同步、快速重复的多段剪辑视频素材，配合音频的节奏，组合成具有连贯性，高频率，重复性的音频画

面，也被称为音 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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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存在障碍，进一步加大被害人自诉寻求救济的困难程度，惩治网络暴力包括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或者

通过民事诉讼等方式，但多数案件处理结果多为达成和解仅需要赔偿和道歉，刑事自诉往往很难实现权

利救济。这种相对单一的责任主体、责任类型追究及追责诉讼方式显然并不利于有效惩治网络暴力[10]。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网络暴力行为主体多以虚拟和群体的形象出现，而介于刑法谦抑性的基本准则，刑

法通常陷入“法不责众”的尴尬局面，导致司法部门无法明确处罚对象，被害人也难以确定起诉目标；

如果以过度遵循传统刑事自诉基于“不告不理”为立案标准。即使《网络诽谤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特

殊情况可由检察院提起刑事公诉。但因为受害者难以取证，诉讼成本高进而使犯罪人认为即使违法也难

以受到重罚。这使得构成犯罪的网络暴力下长期处于刑法治理边缘地带，明显不符合刑事处罚宽严相济

的基本要求。而刑事公诉制度从本质上是动用国家公权力更好的惩戒已经发生的犯罪，修改网络暴力犯

罪刑事公诉的认定标准，这与刑法谦抑性的原则并不违背，而是更加全面的保护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4.3. 执法打击能力有待提高 

公安机关在侦查打击网络暴力犯罪以及相关灰黑产业犯罪和人民法院受理相关案件过程中，主要矛

盾突出表现为信息界定困难、网络管理、异地取证等侦察审判流程复杂，有相当一部分公安机关不愿意

或寻找理由进行推脱，导致当事人即使寻求司法救济进行的调查取证，立案侦查，执行主体的执法能力

不专业，效率低下，导致很多案件即使达到了立案侦查的阶段，公安司法机关对于网络暴力刑事自诉案

件的重视程度较低，当事人基于息事宁人期望早日回归正常生活的态度而不了了之，进而降低了对网络

暴力实施者的威慑力，放纵了违法犯罪行为的继续发生。因而应当提升刑事司法的执法打击能力，涉及

职务犯罪或严重渎职行为，应当及时由人民检察院介入，依法严肃处理。 

4.4. 加强网络暴力灰黑产业源头治理 

1) 确立灰黑产业犯罪中一案三查，共同打击制度。对发生的网络犯罪既要查案件本身，又要追查上

下游产业链的其他犯罪，也要追查相关联互联网服务平台和相关企业的责任，明确行为关联责任主体，

既要打击灰黑产业本身，更要尽可能去遏制网络暴力的违法源头行为。 
2) 规范网络异地犯罪的处理，减少管辖冲突，同时完善全国统一的犯罪信息的交叉验证和共享机制，

加强对全产业链上各平台各系统的监管提升异地立案侦察起诉审判全流程的高效性。 
3) 引导完善行业标准和自律公约。对违反监管政策和行业自律规则的单位，依照有关自律管理规定

予以惩戒。发现有涉及相关灰黑产业资源或利用上下游产业链以此牟利等违法犯罪线索的，应当及时向

有关部门移送处罚。 

5. 结语 

网络暴力作为一种针对特定个人或群体进行的暴力性，持续性的违法侵害行为，已经严重影响社会

稳定，在法治中国建设历程中，信息化网络空间的法治治理体系建设尤为重要。因此应当加强网络暴力

的刑事治理途径建设与完善，进一步确保刑法对于社会控制机能与人权保障的有效平衡，明确刑事入罪

的判断标准与网络暴力行为的界定标准。同时扩展网络暴力的多重治理，促进刑事规制体系内部的相互

协调统一，最终实现网络暴力治理体系的规范化，体系化，多元化。 

基金项目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积极刑法观视角下网络暴力的治理困境及应对策略” 
(202210371037)；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协同与善治：重大突发事件中社交网络谣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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